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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序

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ｔｕｄｉｅｓ

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，ＩＣＳＣＣ）成立于２０１２年３月。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

学科为平台，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，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

华文明的研究，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。我们知道，自明末利玛窦

（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）来华以后，欧洲和北美，即所谓“西方”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

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，历来称为“汉学”（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）。近年来，中国学者为

了与清代“汉学”相区分，又称其为“海外汉学”。在欧美，学者为了区别传统

的“Ｓｉｎｏｌｏｇｙ”，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“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ｓ”（中国学）。ＩＣＳＣＣ旨

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，推动双

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。

历史上，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，他们的方法和结论，常常别

开生面，新论迭出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，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

碍，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；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，回

到国际学术界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。但即便如此，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

土学者在很多方面，诸如文献整理、田野调查、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、世界

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。海外学者所长，即为本土学者之短，反之亦然。有

一种观点认为，本民族的文化，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。甚或是

说：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“他者”的文明。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

处，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。事

实上，无论在历史上，还是在当下现实中，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

中。东海西海，圆颅方趾，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，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

的。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，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，用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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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、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。无论如何，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

和港、澳、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，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

独到的理解。“海外汉学”的研究成果，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，全单照

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。

四百年前，明末“西学”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：“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

会通之前，先须翻译。”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，作为中外学术交流

中的“金科玉律”。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，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

和真正主张。立场不同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；视角各异，可兼收领域互补

之效；观点针芒，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。四百年来，

明、清、民国的经学家、国学家，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、外交官和“中国通”切

磋学问，现代中国的儒学、佛学和道学，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、艾儒略、林乐

知、李提摩太、李佳白、费正清、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，经过复杂

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。离开了“西学”（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）和“汉学”

（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）的大背景，从徐光启、阮元的“新学”，到康有为、章太炎的“国学”，

都不可理解。我们相信，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，既不合理，也无可

能。海外汉学（中国学）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，所谓的主客之争，那种有

你没我的势不两立，完全没有必要。

有鉴于此，ＩＣＳＣＣ设立专项资金，面向海外，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

学者访问复旦大学，与本校、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

流。通过学术报告、小型工作坊、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，构建访

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、多层次交流体系，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

学者之间的互动。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，将他们主持

的工作坊论文，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、增订，或由编者整理、翻译，结集出版，

即为“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”系列。我们希望藉此工作，展现中外学者精

诚合作的成果，以飨学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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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中国中古时代，宗教信仰兴起，外来的佛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琐罗亚斯德

教等传入中国，本土的道教信仰勃兴，儒家学说也带有强烈的天人感应的宗

教色彩。各种宗教文明的交融以及对政治、思想和日常生活的渗透，极大改

变和丰富了历史画面。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自我存在的基础，宗教信仰

的兴起也因此重塑了中古时代人们的空间观念，与此同时，宗教信仰也在空

间中展开，重塑了中古时代的历史面貌。

在这一时期，中国的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尤其是佛教在

城市空间中的展开，使原先的等级森严的城市空间，产生了两个显著的变

化。第一是公共空间的扩大，原先的城市之中，贵族官僚的空间和平民的活

动空间是区隔开的，平民不可能到儒家神圣的礼仪空间比如太庙等地去频

繁活动。而佛教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。佛教宣扬众生平等，寺院对所有

阶层开放，不但贵族官僚可以活动，平民乃至坠落到社会边缘的落魄之人，

都可以得到佛光的照耀。佛教寺院，以及其他宗教空间在城市中的开辟，实

际上在“官”和“私”、“贵族”和“平民”的空间之外开辟了一个类似于公共空

间的场域，使得整个城市生活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第二是宗教神圣

空间的出现。随着宗教信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，中古城市中寺院逐渐

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成为神圣的场域，进而和与其区隔的世俗空间形成了

强烈的对比。宗教神圣空间的出现，赋予了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僧侣、世家大

族、官僚、平民参与宗教活动的条件，同时也赋予了中古时代城市的一大特

点，即中古时代的城市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。不论是北魏洛阳城，还是隋唐

的长安城，城市居民除了生活在儒家的礼仪空间之中，还生活在佛光的照耀

之下，道风景钟的感化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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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中古城市的神圣空间来说，荣师新江的《从王府到寺观———隋唐长安

佛道神圣空间的营造》一文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面相，这一面相不但涉及

到城市空间的变化，而且关系到中国历史的社会转型。隋唐长安城是隋朝

的建筑家们凭空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。从城市整体的神圣空间来考

量，大兴、长安城作为都城，为了凸显其权力中心，也为了表现政权的正统与

合理性，最初的建筑设计是以儒家的礼制思想来建造的。但儒家传统的礼

仪空间主要都是在一个城市的郊区，而把几乎整个城市的外郭城的空间，贡

献给佛教和道教，甚至其他各种宗教。随着佛教、道教势力的增长，佛寺和

道观的逐渐增多，整个长安城内的神圣空间，不是被儒家礼仪所占据，而是

拱手让给了佛教和道教。这一佛道在内、儒家在外的神圣空间格局，从隋唐

以来一直延续下来，对于中国政治进程、社会发展以及城市布局等方面，都

有深远的影响。在这个佛寺、道观神圣空间的扩展过程中，由王府改成的寺

观起了助推作用。

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中国城市风景的变迁，妹尾达彦《帝都的风

景、风景的帝都———建康·大兴·洛阳》将都城风景的变迁置于国家形态、

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等宏大历史叙事之中，揭示了城市景观和特性的变迁

实际上反映的是历史的演进。他指出，以建康为主要舞台孕育出的江南文

化，对整个东亚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而大兴城是与出身游牧地区鲜卑

族的隋朝统治者身份相符的都城，是作为军事都城被建造而成的。隋炀帝

建造新的洛阳城，并将建康的都市空间和都市文化移植到华北，正是为了隋

朝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的南北统一。隋炀帝的洛阳城是在

继承以大兴城的都市结构为典范的华北传统都城规划的同时，又以建康城

为范本创造了水和园林为主题的都城，从而创造了神圣与世俗共存的都城。

隋洛阳城是在融合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、华北与江南、文化与自然、神圣

与世俗等迥异的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建造的都城，开创了中国都城史上关于

都城结构与认识的先河。

儒家的宗教属性往往被忽略，实际上中古时代的儒学的神学和宗教色

彩非常浓重。它的一套基于天人感应、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和政治学说，这种

宗教神圣色彩，也反映在中古城市空间的设计上。佐川英治《宗庙与禁

苑———中国古代都城的神圣空间》围绕两个在中古城市空间中非常重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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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域———宗庙和禁苑进行了讨论，认为汉代之前都城规划的理想形态是以

宗庙为中心的“内发外向”型结构，但是随着郊祀的发展，逐渐演变为南郊→

社稷·宗庙→宫室这样的都城类型，伴随着这种变化，宗庙被置于都城外部

变为“左祖右社”的结构。通过考察禁苑和礼制的关系，佐川英治指出禁苑

并非礼仪的场所，本源上是作为军事演习和游乐赏玩之所，但是经西汉→东

汉→三国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，禁苑与军事之间的鲜活关系逐渐稀薄，禁

苑的规模也日益缩小。然而在北魏平城，宫城北部的鹿苑作为田猎场所又

被恢复了，不久却变成了佛教的空间，显示了思想和信仰对城市空间产生了

重要影响。

佛教寺院与政治的关系，是中古时期重要的政治、思想和信仰的主题。

丰富的信息在隋唐长安城的空间中复原，可以生动而有效地呈现出信仰世

界和政治空间的关系。季爱民《会昌六年寺院存毁与改名史事》细致考察了

会昌灭佛这一重要事件在隋唐长安城的反映。通过不同文献纠正记载的讹

误，考察了寺院存毁的记载、寺院损毁的程度，讨论了会昌六年五月功德使

奏文中的街东“依前名额”与街西“依旧名额”寺院的细节，以及中书门下与

功德使在灭佛事件中的角色。

一直以来关于佛教与中古时代丧葬关系的讨论并不充分，到底佛教在

葬仪和墓葬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是关系到佛教如何影响中古时代日常

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课题。王静《德宗朝皇室塔葬的争议问题》围绕唐德

宗两次欲为子女实行塔葬而未果的历史事件，讨论了其中的宗教、政治因

素，并指出在中古时期，由于佛教的盛行，佛教中与死亡有关的信仰与仪式

也影响到社会，埋葬方式，甚至有以僧人之例施行塔葬的。这种风气不仅民

间渐增，而且皇室与官员也浸染此风。王静认为德宗提出为肃王详、唐安公

主实施塔葬，与唐朝时期肃、代宗时期佛教在皇室、宫廷的发展有着密切的

关系，而且也与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对中国礼俗的逐渐渗透有关。塔葬则是佛

教出世间的葬法，如果皇室采用，关乎礼典。其与中国传统不符，更与德宗

礼仪的变革、整顿基调相悖。

宇宙观（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）是空间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往往与当时的知识、

信仰和政治存在紧密的关联性。人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解释和理解，往往

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、信仰结构和政治行为。比如佛教的六道轮回观念，

３前　言 　



在现实世界之外，给信众们勾画了一个轮回果报的空间结构，让人们相信自

己不但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，而且现实世界也不过是六道的一部分。又比

如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，将政治合法性来源归结于天命，天副人数，天上的

星辰变化被用来解释人世间军国命运的起伏。除了自然空间之外，人类思

维拓展的空间，往往对当时的政治、文化、思想、风俗等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影

响。有的宇宙观影响广泛，成为一般常识和普遍接受的观念；有的宇宙观则

和特定的宗教相连，为其信徒所宗奉。不过，纷繁复杂的宇宙观，以及人类

对当时世界空间的认识，尽管有的部分现在看起来荒诞不经，但却是历史图

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理解当时历史不可或缺的思想知识背景。

严耀中《佛教典籍中的天帝释世界》讨论了本来作为婆罗门教神祇的天

帝释被纳入到佛教体系后对佛教时空观念的影响，而这种影响，又影响到中

国中古时代的信仰世界。天帝释高踞于须弥山上统治着神与人的世界，它

同时在佛教和婆罗门教得到尊奉。不过佛教给予天帝释新的构建，一方面

帝释天受到佛教徒的崇敬，因为佛教典籍中给了他除佛国之外最高的地位

和最大的权力；另一方面，天帝释被置于佛教护法的地位。地位与权力的构

架是要在时空才会显示出它的存在，才能被人所感受。因此在佛教典籍中，

不仅让天帝释居于须弥山顶，而且给了他一个无与伦比的宫殿。面临一个

现实的世界，佛教需要一个在俗界有着威权的神灵体系，通过帝释天有利于

建立与俗界民众之间的联系。传入中国之后，有关帝释天的观念也影响了

中国的宇宙观，比如一般民众希望自己“命终之后，承宝胜佛本愿力故，生忉

利天，受天快乐”，大大扩展了中国的宇宙观。

中国古代地理博物的传统，也折射出古人对自己所处自然空间和神圣

空间的思考。其所处的乡土在整个空间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，以及如何理

解自己并不能达到的外部世界，构成了当时知识和信仰世界的重要部分。

余欣、钟无末《中古敦煌民众的世界图像建构》围绕地志、诗文碑铭、蒙书类

书等资料，试图揭示中古时期的敦煌民众究竟拥有怎样的世界图景，如何给

认知中的天下进行空间、物理的定位布局。比如三危山与金鞍山，通过将其

塑造为窜三苗的上古绝域和承国运的符命所在———成为空间中的神圣坐

标，使得时人能投注情感于其间，亦即引导民众去体会两山在宗教语境和政

治语境中的特殊意味。进而揭示，世界图像的建构与政治情境、意识形态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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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信仰存在紧密的联系，政治和宗教因素对民众心中的虚实相生的世界

图像的生成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。

政治的起伏往往在特定的知识、思想与信仰的语境中发生和演进。孙

英刚《“洛阳测影”与“洛州无影”：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》指出，要理

解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所云“洛州无影，与余不同”，需要深入剖析贯穿中

古时代的“洛阳测影”传统。地中测影，不但测量时间（冬至为阳气初生等）、

空间（地面距离、宇宙长度），更与军国命运紧密相关。政治学说往往建立在

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“科学”知识体系上，知识世界和政治世界存在紧密联

系，在世界各个文明中都有体现。

宗教信仰的神圣空间不仅存在于都市之中，而且位于自然形胜之所，乃

至偏僻之地。到宗教圣地的巡礼参拜，构成了中古时代信仰世界的重要一

环。有的宗教圣山本来籍籍无名，因为和新王朝的建立有关而得到刻意的

拔擢，进而成为革命圣地，成为官方融合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宣传平

台。宗教圣地同时也宣扬着一种中心主义和在信仰世界里的权威。中国佛

教名山的兴起，有的就带有佛教本土化的倾向，而在日本等周边国家，也在

复制建构自己的宗教圣山和神圣空间。

巡礼宗教圣地，在中古时代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。气贺泽保规《房山

云居寺石经事业和“巡礼”：唐代后半期的社会诸相与信仰世界》延续了作

者持续进行的有关房山石经的研究，讨论了安史之乱以后，各个阶层的信徒

前往“巡礼”的情形，认为这是基于信仰而移动的人们的身姿第一次出现在

中国历史上。从隋代开启的房山石经事业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，之所以到

了８世纪出现了大规模巡礼的运动，作者认为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地方势力

的兴起，从限于与佛教有关的人士为中心的小规模行动，向吸引一般庶民参

与的大规模活动转变。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人们，以信仰的形式，推动了社会

的流动，表现为与房山石经事业相关的“巡礼”趋于繁盛，石经事业获得“巡

礼”的支持，持续到唐末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指出这标志着中国从中世向近

世的转换，为唐宋变革之先河。

段玉明《论中国早期寺院空间神圣性的获得———以〈高僧传〉为中心的

考察》以《高僧传》为中心，梳理了佛教寺院神圣空间形成的机制，时段为汉

到南北朝前期。作者强调寺院神圣性的获得是建构的产物，而不是本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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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。作者认为通过神圣显示证实寺院空间的神圣特性，是中国早期寺院

空间神圣性获得的常见方式。就中又有神圣临现与神圣归依两种情形，前

者是神圣亲自显示寺院的神圣特性，后者则是借助别样神圣烘托寺院空间

的神圣特性。除此之外，佛像是寺院的灵魂，为其赋予灵性本质上即是为寺

院赋予神圣。从借用域外神圣到自己赋予神圣，瑞像成瑞之路则反映着佛

教中国化在造像上的某种转变。利用部分高僧的神圣性为寺祝圣，是中国

早期寺院空间神圣性获得的又一方式。汉晋南北朝时，某些高僧或者因有

神遇，或者因有神通常被佛教文献视为“神僧”。他们的驻锡某寺或兴建某

寺，可以给此寺带来某些神圣效应。

佛教圣迹的出现受到很多元素的影响，如神话、疾病、政治、地方认同、

转世观念等。陈金华《神话、疾病、转世观念、与佛教圣迹：新昌弥勒大佛

考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，即围绕新昌弥勒大佛一个圣迹（或者说神圣空

间）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，作者讨论了宗教传说对神圣空间构建的重要性，

认为与圣迹有关的宗教传说，将具有很强认同感的宗教高僧牵涉进来，构成

圣迹传说的一环。比如新昌大佛圣迹构造中，僧佑和道宣的形象在其中都

发挥了作用。作者指出，佛像不能仅仅被当做符号看待，而应被视为诸佛和

佛教圣人的有形存在（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也就是某种舍利）。除了它们的美

学价值之外，佛教神圣空间还能有效地激发、培养宗教情感，吸引、留住世俗

资助者。作者也以新昌大佛为例讨论了神圣空间作为宗教和世俗权力互动

平台的重要功能，甚至不同的利益集团将这些看起来是神圣的场所当做了

他们竞争和征服的另一种竞技场。

宗教石刻的大量使用，尤其是地方性材料的记载，起到的并不仅仅是拾

遗补阙的作用，有时候甚至会动摇既有的历史记忆，让历史画面面目全非。

另外，圣山信仰的起源，不论是在中古时代，还是在其他时代，有的与政治存

在紧密的联系，尤其与朝代更迭和新王朝宣扬政治合法性紧密相关。雷闻

对唐宋时代羊角山的研究，运用石刻史料，为我们揭示出，当这座籍籍无名

之山与王朝肇建的宏大历史叙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如何重塑政治论述、信

仰变迁和地方社会。作为“革命圣地”和唐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符号，尽管道

教并非羊角山的固有信仰，但在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推行下，老君信仰在此生

根发芽，成为新的主流传统。太上老君五次化现，这段光辉历程被反复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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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，成为羊角山最为深刻的历史记忆。其庆唐观中供奉的从高祖到玄宗“六

圣”御容，使之兼有了道教宫观与皇家宗庙的双重性质。

佛教圣地、名山之说广为流传，但是实际上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时，并

没有带来系统化、有组织的佛教圣地。在印度，佛教圣地主要是与佛陀的生

平故事或遗迹相关联，甚至有时与特殊的菩萨有关。但是，中国佛教圣地的

形成，主要是通过长期佛教信仰传统的积累，通过修学参访、修建寺院、朝圣

灵感等方法形成。圣凯《中国佛教“四大名山”的信仰内涵》讨论了佛教“四

大名山”的起源和构建，讨论了这一说法形成的确切年代，认为完整出现“四

大名山”称呼，是在九华山地位的提升之时，可能开始于万历年间，在康熙年

间已经成为中国佛教和中国社会的共识。作者指出，中国佛教的名山信仰，

并不是印度佛教圣地的“复制”，而宋元以来，峨眉山、普陀山上升为佛教圣

地，与印度佛教的衰落、中国佛教“中心主义”相关联。

五台山信仰在中土的兴起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某些痕迹。

而佛教再经过中国传入周边国家，在日本等国家一方面接受和融合外来佛

教的同时，随着自信心的增强，也试图在本土塑造自己的佛教圣山。安素姗

《神迹的复制与逆转：检视释奝然圣徒传中的五台山描述》讨论了一个非常

有趣的话题：日本在本土塑造自己的五台山的历史。日本僧人奝然（９３８—

１０１６）在最初朝圣五台山时将其视为文殊师利崇拜的中心，是佛教的圣地。

但是随着时间推移，奝然逐渐贬低了五台山作为佛教神圣空间的重要性。

９７２年奝然与僧义藏联署的愿文以及９８７年他提交给朝廷的上书，表明他

将京都清凉寺想象成为本地的五台山。在日益昌盛的日本佛教界看来，日

本逐渐成为佛教的中心，而不是远离原先的神圣空间位居边缘的边鄙之地。

到了１１世纪，日本有些佛教文献比如《宝物集》与《清凉寺缘起》甚至声称文

殊师利已经不再居于五台山，而是化身行迹来到平安朝的日本弘扬佛法。

神圣空间有很多模式、标准和类型，比如图书馆，依靠收藏和传播佛祖

教诲、圣人之言而构成一种神圣空间。有的神圣空间靠仪式、器物来构建，

有的跟身体有关系。

葛瑞南（ＰａｕｌＧｒｏｎｅｒ）《了翁道覚（１６３０—１７０７）：神圣空间、记忆与图书

馆》以了翁道覚为中心，讨论了了翁对神圣空间的看法。根据了翁的《行業

記》，他没有描述与某一特定神灵相关联的地点的朝圣之旅。也没有展示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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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名僧或神灵奉献而访问某地的渴望。了翁不再不间断地巡礼圣地，而是

发愿用图书馆的形式创造自己的圣地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图书馆作为收藏神

圣文献的仓库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收藏圣书的佛塔。不过，图书馆是供读者

使用的，而佛塔仅仅用来盛置经卷。了翁已经由参访圣地转向期望通过善

举来强化他所建立的新的空间。他的旅行和善举的回忆某种程度上将传记

改造成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生命印记。在不同地方营建图书馆，僧人、学者就

会到访，接受由了翁捐助的住宿和食物，聆听其他学者的讲演，进而将这些

地方变成圣地。

仪式是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何善蒙《民间宗教的仪式与神圣空

间的构建：以三一教为例》考察了中国民间宗教的独特宗教仪式，如何传递

出神圣性空间的构建信息。作者认为，中国民间宗教一般都认同伦理教化

的基本价值，所以，在其神圣性空间的建构中，一般都将神圣性空间的建构

最终指向作为根源性存在的“天”；这种神圣性的实现，在民间宗教中是与个

体日常的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的，道德行为从根本上确保了这种神圣性在

信仰者身上实现的可能性，藉由信仰者的道德实践，民间宗教本身所具有的

神圣性得以具体呈现；在神圣空间的具体营造方面，民间宗教的仪式通过具

体融合已有的儒释道三教资源，无论在象征性的表达方面，还是在具体的呈

现（服饰、供桌、音乐等）方面，都具有融合的特质。但是，不管如何融合，总

是基于最佳建构神圣性空间的目的。

莫舒特（ＭｏｒｔｅｎＳｃｈｌüｔｔｅｒ）《圣体、圣地：中古中国禅宗的禅师与作为神

圣居所的身体》引用唐、宋两朝的墓志以及其他与禅师相关的材料，讨论了

禅宗的僧人如何将身体视为一种神圣空间。作者指出，从７世纪到１３世

纪，一位禅师的身体被理解为是一种神圣的居所，居于其间者为一位证悟了

的神圣存在。一位禅师圣体的呈现，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历史上的佛陀自身

所有。佛陀的身体被标志为一处神圣的空间，并且他身体的荼毗残余，在被

埋葬于佛塔之中时就构建了新的神圣空间。与此相同，禅师也常常被描述

为拥有特殊之体，并且禅师的舍利也有构建神圣空间的威力。这种类似于

舍利圣物构成的神圣空间，赋予了一位禅师同时作为神圣躯体与神圣佛性

的身份。

最后，要感谢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，以及金光耀、李天纲、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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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驰等教授的支持，使这次学术会议得以顺利召开，论文集的出版，也得了

中心的大力支持。从会议的召开到论文集的编定，王启元、钱宇、周永生诸

位付出了很多的辛劳，一并感谢。此次会议之后，妹尾达彦教授于日本《唐

代史研究》第１７号（２０１４年８月，第１８３—１９０页）刊发了《国際会議“神聖空

間与空間的神聖—中古中国宗教中空間因素的構成与展開—”（復旦大学　

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·１７日）に出席して》的文章，对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

卓有成效的工作及此次会议作了非常精到的介绍。得妹尾先生允许，附在

论文集之后，再次感谢妹尾先生。

编者陈金华、孙英刚（执笔）

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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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王府到寺观
———隋唐长安佛道神圣空间的营造

荣新江

　　隋文帝开皇二年（５８２），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，隋朝的建筑家们，

凭空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，即隋代的大兴城，也就是唐代的长安城。

这座略呈方形的城市以北面居中的宫城、皇城，以及它们东西两侧和南面的

外郭城共同构成，在外郭城里分布着大小不同的里坊，其中是百姓的宅第和

佛寺、道观。长安城的宫城、皇城和外郭城的比例大致是四六开，里坊面积

约占全城的６３．８％。这样巨大的外郭城，在中国都城建筑史上可谓空前绝

后。根据考古钻探的结果，每个坊大致呈长方形，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：

宫城、皇城两侧的坊最大，南北长８３８米、东西宽１１１５米；皇城以南、朱雀大

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，南北长５００～５９０米、东西宽５５８～７００米；此四列坊

东西的六列坊稍大，南北长为５００～５９０米、东西宽１０２０～１１２５米①。这座

城市内部的坊里的巨大地理空间，为各种宗教提供了运作舞台。

本文希望论证的观点是，从城市整体的神圣空间来考量，大兴、长安城

作为都城，为了凸显其权力中心，也为了表现政权的正统与合理性，最初的

建筑设计是以儒家的礼制思想来建造的。但由于传统礼仪祭祀空间地点的

特性和社会信仰影响等原因，隋唐时期，佛教、道教逐渐占据了长安城坊里

最为广阔的空间。在这个佛寺、道观神圣空间的扩展过程中，由王府改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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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《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》，《考古》１９６３年第１１期，

第６０３—６０５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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